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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研究

印度对１９６２年战争的认知
与对华政策走势＊

孟庆龙

【摘　　要】１９６２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对印度的政治、军事、外交、心理等产生广
泛而深远的影响，进而深刻影响了中印关系的总体走向。印度对领土问题的偏执和对这场
战争的错误认知，加剧了中印边界争端的复杂性、解决问题的长期性和中印关系发展的曲
折性。印度在对华关系中不断提升军事的作用，提高了在边界地区滋生事端甚至严重冲突
的风险，增加了中印关系走出低谷的不确定性。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方面应该有足够的心
理准备，加强研究，做好预判，精准应对，保持定力，努力培育、发展和利用一切积极力
量，与各方一道，使中印关系早日重回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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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项目 （２０＠ＷＴＨ０２９）的阶段性成果。

①　Ｂｏｒｄ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ａ，１９６３，英国外交部档案，档案号ＦＯ３７１／１７０６７５。

１９６２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争对印度影响巨大，特别是在其对中国的印象和认知及对华政策决
策方面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尼赫鲁说，１９６２年战争对印度 “是一场永久的教育”，虽然没
有改变印度的基本政策，但 “确实改变了印度的对华政策”。①战场上的惨败给印度蒙上了沉重且持续
的阴影，增加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难度，使边界争端成为中印关系互动中的最大影响因子。近６０
年来，中印关系缓慢升温，曲折前行，友好和不友好 （甚至交恶）交织或交替。２０２０年加勒万对峙
后中印关系陷入低谷，与印度各阶层对１９６２年战争的认知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迄今为止，国内外
学界关于中印关系史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大多以专题或断代史形式，从冷战史的框架或国际关系和
外交史的视角进行阐释，从１９４９年至２０２１年的长时段进行总结和就１９６２年战争对印度对华政策的
长效影响进行分析的论著尚不多见。本文以比较翔实的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主要从边界问题、民
族主义、军事三个方面，就这场战争对印度的对华认知及其对华政策走向的影响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以期对人们客观、理性地认识当前的中印关系及其未来前景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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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断固化和加持的僵硬边界问题立场

尼赫鲁等印度领导人的领土情结可谓深入骨髓，从与巴基斯坦之间在克什米尔争端问题上的寸
土不让，不与葡萄牙谈判、不顾美国等西方国家压力派重兵一举夺回葡属飞地果阿，一步步加紧控
制乃至吞并锡金王国等事件中可见一斑。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片面、固执的立场，导致１９５９—

１９６２年中印边境地区多次发生冲突乃至战争，更凸显了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僵硬立场。更为重要的
是，印度在１９６２年战争完败之后未能客观、正确地进行总结和反思，反而强化了对边界问题极不健
康甚至有害的错误认知，并不断固化和加持。这种罔顾历史事实、只从自身情感和意愿出发而全然不
考虑对方立场和权益的言辞与行事方法，对中印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
印度在边界问题上长期持顽固立场，主要与其对边界纷争的原因认知有关。它把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后期中印开始爆发边界武装冲突和１９６２年战争的起因与责任完全推给了中国。印方迄今未解密的
重要文件 《１９６２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说，印中关系自５０年代末期开始显现不和，主因是中国５０
年代末修建新藏公路，认为 “中印边界争端源于１９５７年中国擅自占领阿克赛钦高原”。① 印度外交部
发言人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２７日的声明也称，中方 “１９５７年侵入印度领土，又于两年之后对印度大片地区
提出要求，才制造了边界问题，在此之前并无边界问题”。② 印度的政治精英们甚至把１９５０—１９５１年
中国解放西藏作为中印争端的起点，认为１９６２年战争从根本上说 “源于中国的扩张主义和对西藏的
占领”。③ １９６１年４月２４日，印度人民院通过决议，明确印度的 “领土完整性”（即印度宣称的边界）
不容置疑，并确保该法案内容三年内不进行修改。尼赫鲁在１９６３年１月１日给周恩来总理的复信中
自说自话，称１９４７年英国撤出南亚次大陆时，印度 “自然存在的边界”就已经变成印度的边界了。④

长期以来印度对中国最大的抱怨是，它在１９５４年很不情愿地通过条约 “默认了中国人对西藏的占
领，却没有在边境问题上获得任何补偿”。⑤ 中国于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０日发起对印自卫反击战后，尼赫
鲁在２２日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指责中国 “以怨报德”；⑥ 在同日给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的信中说，对
于中国的自卫反击行动，印度别无选择，“只能进行抵抗”；３１日又致信英国首相，指责解放军进入
中国 “已经承认了１２年”的东段边界，印度 “不论结果怎样都不会对侵略屈服”，也不会同意中国
“占领印度领土并以此为筹码来强迫印度按照中国的意愿来解决边境分歧”。⑦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印度竟认为中国发动自卫反击作战是出于对它的嫉妒。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２日，
尼赫鲁对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说，中国三四年前就认为印度依附于帝国主义国家，不值得与印度做
朋友，中国对印度的工业经济发展十分嫉妒。他还抱怨中国对边界的划分一厢情愿，称中国曾说不
承认 “麦克马洪线”但不会越过这条线。⑧ 印度政府在多个场合公开声明，中方越过 “麦克马洪线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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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印度领土的任何行径都是不能容忍的”。①

基于上述荒谬认识，对于中国方面关于边界争端的历史原因的解释以及在边界问题上的原则立
场，印度政府均置之不理，并多次拒绝中国政府提出的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的建议，即使在战争
开始后面临不利局面时也是如此。对于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４日中国提出的停止边界冲突、重开和平谈
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三项建议，印度政府认为 “没有任何意思或意义”，“是一种骗局，愚弄不了
任何人”，在照会中重申了双方撤回到１９６２年９月８日控制线的片面要求。② １１月４日，周恩来总理
本着恢复１９５９年以前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精神，再次呼吁尼赫鲁积极响应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６
日，中国外交部就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连续炮击中国边防部队发出严重警告。③ 中国在自卫反击作战
第二阶段大获胜利并于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２１日宣布主动停火撤军后，多次呼吁印度举行谈判，但印方要
么提出自己的无理要求，要么不予响应。１２月８日，中国国防部就我边防部队继续从中印边界东西
两段主动后撤发表声明，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最真诚的努力，希望印度政府也能
迅速作出相应努力。④ 战争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印度官方一直高调拒绝就边界问题与中国谈
判，直到近２０年后 （１９８１年）才重新恢复谈判。
印度不但拒绝与中国就边界问题举行谈判，还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就边界问题进行友好谈判

无端非议甚至指责。１９６１年，中巴开始就新疆和巴控克什米尔之间两国边界的划定问题保持接触；

１９６２年５月同意就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边界 “定位与定界”举行谈判。经过几轮会谈，双方于１９６３
年３月２日签署协议，划定了巴控克什米尔和中国之间的边界。印度认为巴控克什米尔属于 “非法
占据的印度领土”，竟宣布中巴协议无效，有印度报纸将之描述为 “两个小偷之间的协议”。⑤ １９６５
年４月，印度抗议中巴签订边界议定书。不仅如此，１９８２年８月，印度还对中巴开放两国边界的红
其拉甫山口进行无理非议。

５０多年来，印度不但在边界问题上多次指责甚至污蔑、抹黑中国，还不断制造摩擦和事端，使
边界问题成为阻碍中印关系正常发展的最大因素。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和１１月，尼赫鲁多次公开拒绝中国政府提出的举行和平谈判等建议，称要同中国
打到底。中国方面主动宣布停火、撤军后，尼赫鲁还在１１月２２日、２３日和２７日三次宣称要同中国
“长期作战”。此后他在１９６３年３月１日、２日、３日、９日、１３日、２０日的六次讲话中，都宣称同
中国不会有任何妥协。１９６４年５月２６日尼赫鲁去世后，夏斯特里刚继任总理，即于６月１１日重申
拒绝同中国谈判的立场，后又在１１月１５日至１２月１日公开发表１７次讲话，称中国是印度的敌人。

１９６６年３月１日，总理英迪拉·甘地污称中国在边界制造威胁。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３日，外长查格拉竟称
中印缅交界处一块７０～７２平方英里的地区是 “印度领土”。１９７０年６月２２日，印度政府污蔑中国５
月份曾三次 “入侵”不丹，并向中国提出 “抗议”。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６日，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大规模
侵略战争，遭到中国政府谴责，印度议会随后于２１日通过 “东北地区 （改组）法案”，将 “麦克马
洪线”以南 “东北边境特区”９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改名为 “阿鲁纳恰尔邦”，划为 “中央直辖区”。

１９７２年８月７日，国防部长贾格吉凡·拉姆称印度将对巴基斯坦从克什米尔 “被占领区”内 “让给”
中国的土地提出主权要求。１９７４年９月，印度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兼并锡金王国。１９７５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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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第９集，第１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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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正式把锡金变成它的一个邦。１９７９年４月，总理德赛表示 “要收复中国占领的领土”，又于

６月表示在边界等问题解决之前，印度不可能同中国实现全面关系正常化。１９８０年２月，总理英迪
拉·甘地妄称 “中国占领了印度、不丹、尼泊尔和缅甸的大片土地”。１９８１年９月，外长拉奥说中国
在拉达克地区 “占领”印度领土约１４５００平方英里。１９８４年８月，印媒造谣说有三个连的中国军队
进入洪扎地区。１９８６年７月，印度就所谓中国边防人员在中印边境东段 “入侵”桑多洛河谷地区印度
领土向中方提出抗议。１９８７年２月，印度宣布正式成立 “阿鲁纳恰尔邦”，中国政府声明绝不承认。①

２００９年４月，印度总统帕蒂尔首次到访中国藏南达旺地区 （印度称 “阿鲁纳恰尔邦”），在视察边境部
队时称她仍然记得１９６２年的 “瓦弄之战”。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印度政府正式实施 《查谟—克什米尔重组
法》，成立 “查谟—克什米尔中央直辖区”和 “拉达克中央直辖区”，暴露了它在边界和争议地区更大的
野心。

二、不健康心态与民族主义宣传

１９６２年战争后，印度人的心态由盲目自信变成了自卑加对中国的怨恨，中印关系降至冰点。印
度各路精英未能深刻反思和正确总结失败的原因，反而利用军事上的惨败煽动并操弄反华情绪和民
族主义，大搞民粹主义爱国教育，原本的不健康心态迅速滋长，致使中印关系未能很快重回正轨，
而是经历了冰冷、缓慢升温、逐渐回暖、重回正常、正常后又几度倒退的过程，大致呈现出螺旋式
和波浪式缓慢前行的走势。
对于中印边界争端的起因和中印关系恶化的原因，印度民众并不知情，这使得民族主义很容易

被操纵和煽动起来。深受战争打击的印度领导人等政治精英们，为了促进国内团结，扩大政治基础，
借战败煽动并利用民族主义 （但也导致常被民族主义裹挟和绑架）。边界问题在印度国内俨然成为无
人敢质疑的 “政治正确”。需要指出的是，印度官方和主流媒体从不对公众说明或透露中印边界分歧
的历史背景及真相。就连美国官方也说，在新中国成立至西藏平叛的十多年里，“印度尽可能圆滑地
与中国打交道，并试探中国的意图，但没有向印度民众公开边界问题的严重性”。② 在西藏发生叛乱、
达赖喇嘛出逃，及至１９５９年８月中印在朗久发生流血冲突后，印度官方才开始将边界问题公之于
众，但完全不顾事实，尽是一面之词。１９５９年６—８月，印度政府出版 《关于西藏的真相》小册子，
极力歪曲事实，无端指责中国；③ １０—１１月，印度报纸集中报道边境地区 （如拉达克南部）发生的
冲突事件，《印度斯坦时报》《政治家报》《印度时报》等指责中国 “侵略”印度领土，呼吁坚决保卫
印度边界，绝不容忍印度领土被侵犯，中印边境印控区反华情绪加剧。④ 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被印度
描述为 “中国的背信弃义”或背叛。普通印度人认为，直到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０日，“中国人还一直被
印度视为亚洲伙伴和朋友”，而中国军队的不断推进 “打破了中印之间５０００年的和平”，此后 “在印
度人的心目中，中国人变成了一个不知感恩和背信弃义的民族”，这场战争被印度时任总统拉达克里
希南说成是 “寻求正义”（Ｄｈａｒｍａ）的战争。⑤

印度议会对华一味强硬，多数时间里对中印关系恶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议会指责中国 “无
视印度一方的友好举动，侵占了印度的领土”，它在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１４日一致通过的一份决议声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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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支持印度人民将侵略者赶出神圣的印度领土的坚定决心，无论这场斗争如何艰苦、持续多长时
间。”① 此后，每当中印关系出现紧张局面时，议会都无一例外地对中国持强硬态度，对印度政府的
对华决策产生十分消极的影响。
印度媒体对战争的影响起了极为消极的作用。印媒对于军事事务一知半解，甚至把１９６２年战事

的战术转移描述成溃退，加剧了民众的恐慌情绪和对中国的敌视，带来的 “整体影响是毁灭性的”。②

迄今为止，印度媒体一直极少客观报道关于１９６２年战争的历史根源、演变主因、决策者个人的作用、
国际反响、对印度国际地位的影响等，没有在塑造印度国民正确的中国映像上发挥积极作用。
作为最主要决策者的印度政府，在中印关系恶化到爆发边界战争的过程中，一直受到来自议会、

媒体和民众的巨大压力，难于及时作出正确决断。连印度军方也抱怨： “无知而喧嚣的媒体和反对
党，在迫使尼赫鲁不情愿地走上军事对抗道路方面扮演了极不负责任的角色。”③

对于１９６２年的惨败，印度领导人和政治精英们在感到羞辱之余，也总结出了两个重大 “意外收
获”：一是失败对印度人的教育意义；二是战败意外帮助印度解决了靠自身努力多年未能如愿的促进
国民团结、提升爱国主义精神等难题。１９６２年１１月初，印军在战场上败局已定，战争尚未结束，尼
赫鲁之女、国大党政治新星英迪拉·甘地就说：“我们一直非常辛苦、勤劳地对这个国家进行整合，
现在中国人替我们做了这件事。”尼赫鲁则称：“中国入侵造成的可怕震动带来了印度精神的重生。”
为给国人壮胆打气，印度领导人频频发表煽情讲话。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７日，尼赫鲁在记者招待会上声
称，“如果中国人不从印度的领土上撤出去，印度将不得不把中国侵略者驱逐出去”。２３日，总统拉
达克里希南称印度 “必须恢复失去的威望”。④ 为了维持来之不易的国内大团结局面，印度政府顽固
坚持强硬立场，多次拒绝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谈判倡议。１９６３年５月２５日的 《大公报》社论说，
“印度决定不与中国谈判是想维持边界紧张局势”。⑤ 各路精英罕见地一致利用战败带来的反华气氛煽
动民族主义，对印度对华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⑥ 其主要做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极力减小战争对民众的影响。出于担忧民众士气受损等原因，尼赫鲁和军方故意少报、瞒

报印军伤亡数字。⑦ 对于中方主动向印方遣返战俘，交还汽车以及大炮、枪支等武器装备的善举，印方
竟称中国是为了 “争取舆论的支持”，把战俘受到优待说成是被洗脑，“实乃对印度军队的一种侮辱”。⑧

二是编造 “英雄”和 “英雄事迹”，大搞民粹主义爱国教育。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２日，国防部长梅农
说 “这次袭击对印度人是一次考验”。⑨ 战败后，印度政府和媒体为减少负面影响，鼓舞士气，促进
和维持团结，大造 “英雄”，编造 “英雄事迹”。例如，以高规格仪式安葬在拉达克热赞拉山口战死
（“身中８弹”）的印军少校沙伊滕·辛格，并授予其印度最高勇敢奖 “印度勇士”称号，还以他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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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命名其故乡久德浦尔县的本萨尔村。① 印媒连续报道前线士兵的 “动人事迹”，《政治家报》等刊载
多篇前线见闻，称印度士兵在战斗中展现出 “英雄主义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吹嘘印军在瓦弄 “进行
了史诗般的战斗”，“打破了中国人无敌的神话”。②

三是煽动民粹主义爱国教育。印度在国内极力抹黑、丑化中国。为了给学生灌输民粹主义爱国
思想，印度新闻局抛出题为 “你和国防”的广播稿，称眼下最迫切的是 “教师们应使学生清楚中印
之间的冲突对其未来的影响”。印媒大肆报道民众的爱国主义表现。财政部宣布建立可捐钱、捐物、
捐 “义务劳动”的国防基金，媒体在报道捐献 “事迹”时极尽渲染之能事。印度官方军史称，“军事
上遭受的羞辱在印度国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但也激发了全国上下的 “悲壮”之情，“一种战
斗到把最后一个中国人赶出去的决心”成为国内占主导地位的情绪；“仿佛就在一瞬间，所有的内部
争论与斗争全部停止了”，整个国家只有一个愿望：“战斗到底”。③

四是自行打气。印度战败后自我壮胆打气。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２６—２９日的新闻局广播稿称，中国
“正面临在共产主义世界与日俱增的孤立”，在国际上也是 “前所未有地被孤立”；印度也想和平，但
“不能依中国的条件”，“必须恢复以前的领土，必须维护被占领地区的主权”。④ １９６２年战争后，印
度在边界问题上态度更加强硬，下述官话成为典型说辞：印度 “一直希望同中国保持友好和平的关
系”，但中国对 “印度保持敌意且虚伪地掩饰这种行为”，有尊严、热爱自由的印度不会对侵略屈服，
“也不会同意中国占领印度领土并以此作为筹码来强迫印度按照中国的意愿来解决边境分歧”。⑤

五是对华强硬成为 “政治正确”。印度领导人和政治精英们利用战败带来的 “羞辱”，在国内制
造悲情，培育复仇 “决心”，纵容和支持民族主义情绪。不仅如此，此后众多政治领袖时常通过制造
边界紧张来维持和提高在国内的支持度，谋取自身和所在党派的私利。在边界问题上对华强硬成为
印度国内的 “政治正确”。⑥ 战争发生后不久，印度政府即撤回驻拉萨和上海的领事馆人员，并关闭
中国驻加尔各答和孟买的办事处，在作出一系列决定后切断了与中国的所有联系。此外，印度政府
还极不人道地命令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戴拉利的一个军营，集中拘禁居住在阿萨姆邦和西孟加拉邦边
境地区的所有中国公民。１９６２年战争后，每当印度利用边界问题或西藏问题制造中印关系紧张时，
其执政党或在野党，抑或党内的不同派别，在对中国强硬立场上几乎高度一致，甚至不择手段，企
图靠指责对手对华不够强硬捞取政治上的好处。

三、不断提升的军事因素的影响

１９６２年战争后，军事因素在印度对华关系中的作用不断加大。在印度官方对１９６２年战败的原因
所作的总结和反思中，除了形势判断有误、准备不足、边境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官僚作风严重等诸
多方面外，总结得最详细、反思得最深刻的当数军事。⑦ 受此影响，印度对军事部门的重视程度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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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军事在其对华政策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成为政府领导人在外交活动中博势取实的重要
砝码。
印度两份最重要的官方秘密文件布鲁克斯报告①和 《１９６２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都一致认为，

印度１９６２年战败的主因是军事准备不足。军方承认１９６２年战争是一场军事惨败，但不认为是印度
军队的失败，理由就是卷入其中的部队仅占印度陆军的约２０％，且在旁遮普和克什米尔驻防的大部
分陆军精锐部队并未参战；除空中补给和空中运输力量之外，海军和空军也未参战。通过这场战争，
印度官方称 “已经得到了教训”，更加认识到以军事为代表的实力的重要性———面对地缘政治和 “现
实政治”的无情，一个国家的实力才是其安全的最终保障。②

印度人认为，几千年来自己一直都是遭受侵略的对象。在印度人的心目中，造成这些不幸的原
因在于军事力量的弱小和政治上的不团结。战争刚开始不久，印度总统便依据宪法授权在１０月２６
日颁布国家紧急状态令。此后，议会通过了国防法，进行全民动员，设立国防基金，国防氛围空前
高涨。印度人在态度上发生的这种根本性转变，“很可能是１９６２年这场冲突影响最为长久的后果”。

１９６３年４月，新任国防部长查万在议会简述的国防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必须扩大陆军；空军须进
行必要扩充，并装备现代化武器；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生产基地；加强与扩建交通运输之类的辅助设
施。目标是在未来几年内把军队打造成一个强大的战争机器。为此，陆军的规模要增加一倍 （达到
近８０万人）。现有军队的现代化与扩军同时进行，要解决外汇短缺和工业生产能力有限等主要问题，
争取美英等国增加援助新建１０个山地师，军事院校数倍扩招学员，军队紧急大量授衔，成立新的军
队培训机构，重视加大生产基地建设的力度，军工厂昼夜生产，等等。此外，印度军事教学内容中
删去了 “撤退”这个 “１９６２年军事行动失利的祸根”，向学员们反复灌输：不管被切断后路还是被包
围，部队都必须坚守阵地，绝不撤退。③

为尽快提高并保持军事实力，印度更加重视和依赖外部援助。尼赫鲁执政时，印度对外援的依
赖越来越深。外援占印度总开支的比例，从 “一五”计划 （１９５１—１９５６年）的９．６％猛增至 “二五”
计划 （１９５６—１９６１年）的２０．６％和 “三五”计划 （１９６１—１９６６年）的３０％。④ 国外军火援助的主要
来源，除美、英、法和联邦德国等西方国家外，还有土耳其等西方国家的友邦。１９６２年战争期间，
美国空军一个Ｃ－１３０ “大力神”式运输机中队对印度的军事行动发挥了重要支持作用。１９６２年１１月

１５日，印度要求英美提供飞机炸弹等武器；１７日，印度将所需空军战机的清单交给美国 （大约１０
亿美元）；⑤ １９日，尼赫鲁说需要１２个中队的喷气式战机和外国飞行员；⑥ ２０日，印度要求美国紧急
提供大规模援助以建立现代空军；１２月７日，尼赫鲁称美国可向印度派出顾问 （但不能派地面部
队）。⑦ 在中国宣布主动停火撤军、呼吁印度进行谈判后，印度拒不响应，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担心
如最后寻求和中国达成某种协议，“印度的美国朋友和英国朋友会对印度感到失望”，⑧ 从而减少印度
急需得到的大幅增加援助的可能性。为了显示西方国家对印度的空中保护，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印度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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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贾恩·辛格作为总负责人，领导了印度与英美空军举行的代号为 “训练”的联合空军演习，这
被印度军方称为 “印度与西方世界军事合作的顶点”。①

苏联也不断增加对印度的援助。苏联在战争结束后很快转变了表面中立的立场，不顾中方反对，

同意继续执行与印度的 “米格交易”：在印度建立工厂，生产米格－２１超音速战斗机；１９６３年６月与印
度签署帮助建钢厂的协议；安－１２型运输机和米－４型直升机也提前交货；同意用卢布以延期付款的形式
向印度出售直升机和运输机。苏联对印度的军事援助作用之大，以至于尼赫鲁称 “印苏友谊的分量抵得
上２０个师”。② 此后，苏联对印度的军事援助源源不断，直至今日，印度军购总量的三分之二仍来自
俄罗斯。

军事在印度对华关系中日益呈现出双重性：利用和被利用。１９６８年１２月，英迪拉·甘地称，印
度要强大起来才能 “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这应该是印度精英们不约而同的心声。１９９８年，印度为
进行核试验，制造出的理由便是中国对其构成 “核威胁”。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印度
对华关系严重倒退，除了在陆地边境地区不时制造军事摩擦、对峙甚至冲突事件外，还在海上频频
制造麻烦。如派军舰进入我南海地区 “刷存在感”，加强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军事
合作，参加这些国家举行的或邀请这些国家参加印度主导的海上军演，大幅度加强安达曼海和尼克
巴群岛的军事部署和基础设施建设，以 “有效对抗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扩张”。③

四、曲折前行的中印关系

从上面所述的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顽固立场、利用１９６２年战败煽动以及培育起的民族主义和不
断提高军事作用的做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梳理出这场战争后中印关系缓慢发展、曲折前行的大致
走向。

第一，边界问题一直严重制约着两国关系的发展。由于印度方面在边界问题上的偏执和蛮横行
为，中印两国４０多年来虽就边界问题举行了多种渠道、多种形式的旷日持久的会谈和谈判，但均未
取得实质性成果。

１９７９年２月，中方提出一揽子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方案。１９８１年１２月，中印两国在北京举行第
一次边界问题谈判，在中印边界战争发生近２０年后，双方终于重新恢复边界问题谈判。此后至１９８７年

１１月，两国共举行了八轮官员会谈，以寻求解决边界问题和改善两国关系的途径，但未取得实质性进
展。１９８９年６月至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中印共举行１３轮边界联合工作小组会谈和副外长级磋商，其中大多
数未见收获，只有４轮稍有进展。④ 每轮时间大多持续２～３天，最后一轮只进行了１天便告结束。

在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会谈和副外长级磋商举行的过程中，１９９４年２月开始举行中印外
交军事专家小组会议，每次会议持续２～３天，至２００５年３月共举行了１５次。双方除了在个别具体
细节问题上取得些许进展外，⑤ 几乎未触及边界这个实质问题，１９９８年６月的第六次会议仅涉及印
度的核试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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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上挑事受挫后，印度决定全面升级安达曼海地区军力针对中国》，《环球时报》２０２０年７月７日。

１９９３年１月的第六轮会谈就保持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和平与安宁的信任措施达成协议，为双方第一次达成实质性协议；１９９５年

８月的第八轮会谈决定于９月在乃堆拉山口举行首次边防人员会晤；１９９６年１０月的第九轮会谈在澄清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和在
两国边防当局之间建立信任措施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１９９７年３月的第５次会议、１９９９年１１月的第７次会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的第８次会议、２００１年６月的第９次会议、２００５年３月的
第１５次会议，就在中印边界东段建立新边防会晤点、调整西段和东段定期会晤时间、展示和交换边境实控线走向样图、边防会
晤等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问题上有所进展。



在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会谈和副外长级磋商未再继续进行、中印边界问题外交军事专家
小组会议仍在举行的情况下，首次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谈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举行，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共举行了２２次。每次会期１～５天不等，双方就指导原则、谈判框架、工作机制等达成某些一致意
见，但边界问题本身依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① 在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谈举行了１５次会晤后，
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会议于２０１２年３月开始举行，至２０２１年６月共举行了２２次，②

均未见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公布。
除上述五种层级的会议和会晤外，双方还分别举行了若干次中印边界专家级会议、中印司级安

全对话、中印外交部官员会晤及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非正式对话。
迄今为止，印度一直要求或期望中国同意或默认其关于边界问题的立场，在边界 “线”问题上

的态度十分强硬。无论是 “习惯线”还是 “实控线”，７０年来历届印度政府都一味坚持其固有立场，
在双方各个层级的谈判中都鲜见灵活性，少有回旋余地，对于如何划 “线”一直无任何松动。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初中印关系开始出现缓和，特别是８０年代末关系实现正常化后，印度宣明的关于边界问
题的立场似乎不再那么 “执着”了，但略加深究就会发现，它只是表面上态度略有变化：一改此前
拒绝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的态度，同意就边境问题进行会谈，大体同意与我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
平与安全。
第二，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决定了中印关系的缓慢、曲折前行。１９６２年战争后印度对华采取的

极不友好的态度和政策，主导和驱使中印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缓慢、曲折、艰难前行的漫长过程。

１９６２年战争后，中印关系全面趋冷，几年后才开始徐徐升温，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明显回暖。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４日，印度政府发布命令，禁止所有中国飞机和曾为中国公民的人飞临印度上空。２７
日，印度政府蛮横命令孟买银行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在该行的存款全部移交加尔各答高等法院。

１９６３年１月２６日 （印度共和国日），尼赫鲁宣告成立 “全国乡村志愿队”，为可能再度发生的中印边
界战争做准备。３月１日、２日、３日、９日、１３日、２０日，尼赫鲁在六次讲话中都宣称同中国不会
有任何妥协，准备长期斗争。尼赫鲁去世后，新任总理夏斯特里连续发表不友好讲话，他在１９６４年

１０月１６日称中国当天进行的第一次核爆炸是对和平的威胁，３０日说印度绝不会向中国屈服。英迪
拉·甘地在１９６６年３月１日污称中国 “在世界上制造紧张局势和奉行一种不利于和平的政策”。③

１９６８年９月１６日，印度政府指示其官员不得接受或理睬中国驻各国大使馆的任何邀请。１９７０年６月

１７日，英迪拉·甘地表示印度 “目前不会改变”对中国的立场，９月８日又声称要把全部精力用来 “防
御”中国和巴基斯坦。印度政府还利用达赖和 “西藏问题”给中国施压。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２７日，总理英迪
拉·甘地在新德里 “接见”了达赖。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０日，总统吉里和外长辛格分别 “接见”达赖。１９７０
年３月２４日，印度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提出 “西藏问题”，对中国内政横加干涉。１９７７年８月初，印
度政府领导人又公然 “接见”达赖。１９７９年６月２０日，印度领导人第一次把边界问题与整个中印关系
挂钩。总理德赛表示，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同中国实现全面关系正常化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上述不友好甚至意在恶化中印关系的言行中，也不乏关系开始缓缓升温的迹象。印度

政府虽然在１９６２年１２月颁令禁止中国飞机飞经印度上空，但尼赫鲁还是特令允准周恩来总理一行
的专机在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出访非洲途中飞经印度领空。英迪拉·甘地多次发表显示温度的言论。她在

５３

孟庆龙：印度对１９６２年战争的认知与对华政策走势

①

②

③

第１～４次、７～１４次、１６～１９次、２１次和２２次会晤均未公布任何进展，只有２００５年４月的第５次会晤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２０１２年１月的第１５次会晤正式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协定》。

中印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９年面对面举行了１４次会议 （会期为１～２天），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频繁举行的８次会议因新冠肺炎疫情以视频方
式举行 （会期均不满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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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６日表示，如条件允许，准备同中国或其他任何人会谈；１９６９年１月１日说应当设法寻
求解决中印争端的途径；９月１２日称准备同中国进行 “有意义的会谈”，以便解决中印争端；１９７０
年３月１３日称 “希望改善”对华关系，也希望印巴友好；１９７３年６月２日进一步表示印度希望同中
国建立正常关系。此外，总统吉里和外长辛格在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９日也发表了 “愿意促使”和 “希望”
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言论。１９７４年５月１０日，辛格在联邦院重申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印度政府重
申愿意派特使到北京商谈两国关系问题。①

除了上述外交和政治层面的表态外，中印还利用 “致电”使关系保温和升温。双方通过向对方
领导人去世表示哀悼保持温度。１９６４年５月２７日，周恩来总理对尼赫鲁总理逝世表示哀悼；１９７６
年１月９日，总理英迪拉·甘地对周恩来总理逝世深表哀悼，１５日还和外长查万前往中国驻印度大
使馆吊唁；７月１２日和９月９日，总统法赫鲁丁·阿里·艾哈迈德对朱德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逝世
表示哀悼；英迪拉·甘地除对毛泽东主席逝世表示诚挚哀悼外，还和查万前往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吊
唁；１９７７年２月１３日，华国锋总理对艾哈迈德总统逝世深表哀悼，乌兰夫副委员长１５日前往印度
驻华使馆吊唁；１９８１年５月３１日，英迪拉·甘地对宋庆龄名誉主席逝世表示诚挚哀悼，并于６月２
日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吊唁；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３１日，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联名致电，对英迪拉·甘地
不幸遇刺逝世深表哀悼，姚依林副总理作为中国政府特使于１１月２日赴新德里参加葬礼；１９８６年

１０月２９日，印度副总统文卡塔拉曼发唁电悼念叶剑英同志逝世。
中印两国领导人还通过贺电助关系升温。１９６４年６月至１９８５年１月，中印每当对方新的国家元

首和政府首脑就任时，都致电祝贺。更能体现关系升温的标志是印度祝贺新中国国庆时间节点的变
化。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３日，英迪拉·甘地致电周恩来总理，祝贺新中国国庆２１周年，为１９６２年战争后
印度第一次祝贺新中国国庆。１９７１年１月２６日，印度驻华使馆在１９６２年后首次举行印度国庆招待
会。需要注意的是，英迪拉·甘地总理虽在１９７１—１９７５年间每年都祝贺新中国国庆，但致电时间大
都是中国国庆节当天或之后，② 显然是有温度、缺热度。然而，在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８６年的中国国庆节，
印度总统和总理都在９月３０日致电祝贺，发贺电时间由滞后变为提前，体现了印度对华态度的一个
明显变化。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到８０年代中期，印度对华态度之所以升温缓慢，除多种国内外因素之

外，印度不愿平等对待中国的大国架子等不健康心态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印度政府领导人虽然
言辞好听，但矜持的心理及有条件改善中印关系的小心思不言自明。例如，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２日，印
度外交秘书对中国临时代办表示，如中国先派大使赴印，印度即可派大使到中国就任。１９７４年６月

１５日，英迪拉·甘地称印度 “愿在平等基础上改善对华关系”，但中国却 “有许多挑衅行为”，双方
的友谊 “取决于中国怎样看印度”。此外，印度鉴于当时的中印苏关系，试图拿苏联暗自施压中国。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２３日，印度外长辛格称，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不会以损害印苏友好关系为代价。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８日，英迪拉·甘地表示，印中改善关系不会牺牲苏联的利益。③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缓和与正常发展，地区关系和国际关系发生重
大变化。印度为维护自身利益，明显改善对华态度，中印关系稳步回暖。１９７６年７月和９月，印度
驻华大使纳拉亚南和中国驻印大使陈肇源先后抵达北京和新德里赴任。１９７９年２月，印度外长瓦杰
帕伊访问中国。１９８０年１月，黄华外长出席印度驻华使馆举行的国庆宴会。４月１９日，英迪拉·甘
地表示印中悬而未决的问题不应妨碍两国改善关系，５月２５日又说印度准备不带先决条件同中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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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关系正常化问题 （没有把边界问题与中印关系挂钩）。１９８１年５月６日，英迪拉·甘地说印中两国
关系将来只会得到改善。６月下旬，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黄华正式访印，这是１９６０年以来第一
位中国政府领导人访问印度。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３日，印度外交部发表中印关系报告，表示希望两国举行
会谈从而使关系正常化。１０月２２日，印度外交国务部长拉希姆在联邦院表示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

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５日，总理拉吉夫·甘地表示印中会谈取得一定进展。１７日，总统宰尔·辛格说印中
关系已出现改善迹象，“应该继续努力，寻求解决边界问题的办法”，显示出一种新的积极姿态。６月

６日，拉吉夫·甘地访问埃及时在开罗发表讲话，希望改善印中关系，１０月２７日又表示印中关系
“一定能得到改善”。①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上半期，随着政治、外交关系的良性互动，中印文化、旅游、环境、体育、经
贸、工会等多领域的交流也逐渐升温，出现了多个 “第一”。１９８１年８月，泰戈尔学术讨论会在北京
开幕，成为我国首次就一位东方作家召开的全国性学术会议。１９８８年５月，中印第一个文化合作协
定在北京签署。１９８１年９月９日至１０月４日，１８名印度香客到西藏冈底斯山和玛法木错湖朝圣，成
为１９６２年以来第一批到中国该地区朝圣的印度香客。９月，印度环境保护代表团访华，成为印度派
往国外的第一个环境保护代表团。１１月，印度少年网球队成为近２０年来首次来华进行友好访问的印
度体育团队。１９８３年２月，第一次印中贸易和经济合作讨论会在新德里举行。４月，中华全国总工
会代表团访问印度，这也是该工会代表团２０多年来第一次访印。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拉吉夫·甘地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自尼赫鲁１９５４年访华后时隔３４年印度
总理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标志着中印关系实现正常化。冷战结束后，为了适应发生巨大变化的国
内外形势，印度对华政策更加趋于务实，中印关系大体上健康发展。１９９２年５月，文卡塔拉曼对中
国进行国事访问，为中印建交以来印度总统首次访华。１０月下旬，印度内政部决定废除１９６２年限制
中国人法。１９９３年１月，帕蒂尔访华，为中印建交以来印度议长首次访问中国。９月上旬，印度总
理拉奥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双方签订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
国政府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１９９４年６月，中印分别举行纪念双
方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４０周年活动。１０月，纳拉亚南访华，为１９５７年后印度副总统
首次访华。１９９５年１１月，乔石成为中印建交以来首次访印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江泽民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为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印。双方强调要建立面向

２１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并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在中印边境实
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等文件，中印关系再度提升。１９９８年６月，总理瓦杰
帕伊表示印度并不想同中国对抗，愿同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友好、合作、睦邻、互
利的关系。１２月，外长辛格称印度致力于进一步改善对华关系，愿与中国重新开始正式对话，并期
待通过全面对话解决两国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展现出更加积极的姿态。进入２１世纪后，中印高层
互访更加频繁。其中，２００２年１月朱镕基对印度的正式友好访问，为中国总理时隔十多年后再次访
印。２００３年６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双方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
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决定任命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角度出发，探讨解
决边界问题的框架。２００５年４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双方宣布 “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
等文件。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分别同卡拉姆总统和曼莫汉·辛格总理互致贺电，
揭开中印 “友好年”序幕。２００８年１月，曼莫汉·辛格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双方签署 《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等多项文件，并出席 “纪念柯棣华中印联合医疗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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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仪式。２０１０年５月，帕蒂尔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为印度国家元首十年来首次访华。１２月，温
家宝总理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与印方共同宣布２０１１年为 “中印交流年”。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辛格总理访
华，双方发表 《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未来发展愿景的联合声明》。２０１４年９月，习近平主席对印度进
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２０１５年５月，莫迪总理正式访华，中印就构建两国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等达成重要共识。此外，
两国领导人多次在中印建交重要纪念周年 （３５、４０、５０、５５、６０、７０周年）互致贺电。
中印在其他多个领域的关系也有长足发展。经贸方面，１９９２年７月，中印签署边境贸易出入境

手续议定书，中断３０年的中印边境贸易恢复。８月，两国企业合资创办的中印第一个小型钢铁合资
企业在印度成立。２０００年１２月，“中国工程和商品展览会”在新德里举行，为中国首次在国外举办
的以工程为主题的展览会。２００２年３月，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正式开通北京／上海至德里的直航客运业
务。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印度制造”商品展在北京开幕，为印度第一次在中国举行商品展。２００８年，中
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 （印度为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２０１３年５月李克强总理访
印期间，中印正式倡议共同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文化方面，１９９２年１２月，中国文化节首次在印
度举行；１９９４年５月，首届印度文化节在北京开幕。２００１年９月，首次 “中印名人论坛”在新德里
举行。２０１０年４月，在北京和新德里分别举办 “印度节”和 “中国节”。此外，中印还于２００２年４
月开始了反恐磋商，２００５年１月开始举行战略对话，２０１１年９月至２０１８年４月举行了５次中印战略
经济对话，２０１８年１０月举行了首次中印执法安全高级别会晤。
在中印关系大体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印度方面也采取过对华极不友好的行动。１９９８年５月国防

部长费尔南德斯多次发表讲话，污称中国是印度的 “潜在头号威胁”，为印度发展核武器制造借口；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印度政府 “允准”达赖喇嘛再度往访达旺；印军在边境不时制造摩擦、对峙甚至流血
冲突，令中印关系严重倒退、脱离正轨；２０２０年６月和９月，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分别宣布禁用

５９款和１１８款中国Ａｐｐ。
第三，不断提高军事的作用对印度对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纵观近６０年来中印关系发展的全过

程，军事特别是边境地区的两军关系，成为影响印度国内舆论和政府决策至关重要的考量甚至决定
因素。在１９６２年以后的印度对华态度和政策中，主要体现在边境地区局势上的军事关系的不友好或
友好，既是印度对华政策的晴雨表，也成为被对华政策决定或影响政策决定的双刃剑。

１９６２年战争后至２０２０年，印度方面在边境地区制造严重事端的年头有２８年，保持和平的年头
为３０年，① 两者大体相等。印军制造的事端主要有：侵入中国境内，侵入并设据点，越线活动 （包
括占控），以 “探险”为名扩大越线，单方面改变边界走向，阻拦中方修路，向解放军挑衅，阻拦解
放军巡逻，越线或抵近修路，越境修建观察所、铁丝网、搭建帐篷、建造 “水渠”，军机入侵中国领
空，恐吓、殴打中国边民，扣押中国牧民的牦牛，在边境地区搞大规模军演，以及性质更为严重的
长时间对峙 （２０余小时到８０余天不等）和冲突，有的甚至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其中，发生事端较多
的年份为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５年、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２０２０年。较为严重的事端 （按
发生时间先后）有：印军１９６３年３月在解放军撤离后趁机侵占乌热并设立据点，８月再次侵占中国
巴里加斯地区；１９６５年９月在阿里地区向解放军巡逻队挑衅，１２月在中锡边界达吉山口侵入中国境
内并向中国边防人员武装挑衅；１９６７年９月在锡金边境与解放军发生冲突；１９７４年１月在中锡边境
越境修筑观察所；１９７５年１０月在中印边界东段土伦山口越过实控线向中方挑衅；１９８４年在什布奇
山口修建铁丝网；１９８５年４月在达旺地区侵入中国境内筑工事、设据点；１９８６年深入洞朗地区设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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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体保持和平的年份为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９—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６—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８年。



点；１９８７年１月在察曲设据点；１９８７年上半年在边境地区进行代号为 “棋盘”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１９９４年在东章地区设立据点，１９９６年又增设据点；１９９６年８月与解放军巡逻队在察隅对峙２０余小
时；１９９７年开始对典角地区越线巡逻；１９９８年１１月与解放军巡逻队在藏南相遇并鸣枪，１２月在东
章地区扣留中国牧民的牦牛；１９９９年在东段边界设立据点，与解放军对峙３０多小时，７—９月在东
章地区与解放军对峙８０余天；２０００年６月在边境地区越线搭设帐篷；２００６年３月单方面改变典角
地区边界走向；２００７年５月和２００８年在西部边境地区越线恐吓、殴打中国边民；２００８年越线在典
角地区修建 “棚屋”，在锡金段搞非法建筑物及尾随并阻拦解放军巡逻；２００９年向 “阿鲁纳恰尔邦”
（我国藏南地区）增兵近６万，并增加火力，修建机场；２０１３年与解放军在拉达克地区发生 “帐篷对
峙”；２０１４年５月起以 “探险”为名在西段逐步扩大越线，９月在多卡拉山口越过铁丝网拦阻解放军
巡逻队并发生激烈对抗；２０１５年在东段阻拦中方修路；２０１６年３月在班公湖地区多次隐蔽修路；

２０１７年４月在岗巴阻拦解放军巡逻队；２０１７年６月非法越过中印锡金段边界进入中国洞朗地区，制
造了 “洞朗事件”；２０１９年与解放军在拉达克短暂对峙；２０２０年６月与解放军在加勒万河谷发生冲
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８月破坏前期双方多层级会谈会晤达成的共识，在班公湖南岸、热钦山口附
近再次非法越线占控，公然挑衅，造成边境局势紧张；２０２１年９月与解放军在东章地区发生对峙和
肢体冲突。在２９年里，印度在陆地边境制造的事端共有５０余起 （均未占到什么便宜，甚至惨遭失
败），严重污染甚至恶化了中印关系。

中印两军开始友好往来是在１９９０年之后。这３０多年正值中印关系在多个领域健康发展的时期，

虽然印度多次在边境地区和达赖问题上制造事端，但中印两军之间展开了多个级别、多种形式的友
好交往和合作，为中印关系的总体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主要事件有：１９９０年１１月举行了中
印双方边防人员首次会晤；１９９１—２０１６年有多个军种的代表团进行了３０余次互访；１９９２—２０１８年
两国国防部长多次互访，其中１９９２年７月帕瓦尔访华为中印建交以来印度国防部长首次访华；２００４
年３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曹刚川访印，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两军友好合作达成共
识；２００６年６月印度防长慕克吉访华并签署 《中印国防部防务领域交流与合作谅解备忘录》；２０１２
年９月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访印，双方达成多项共识。双方还在１９９４年２月开始举行中印外
交军事专家小组会议，１９９５—２０１２年双方军舰进行了近１０次互访，２００３—２０１９年两军多次举行联
合军演和联合反恐训练，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双方举行了８次防务安全磋商。此外，２００４年双方边境部队
官兵举行了共同庆祝印度独立日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的活动。

２０１７年后，印度对华态度发生重大变化，印军在边境地区制造的事端大都演变成危机，这既是
出于印度国内政治的需要，也试图服务于印度领导人的大国雄心，印军针对中国的军事冒险行动越
来越被赋予豪赌的意涵，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印度政府对华政策的筹码。

五、结语

近６０年来，印度在不健康心态驱使下，对华发表和做出种种消极言行，其根源大多可追溯到从
精英到民众对边界问题特别是１９６２年战争的认知。为了实现国内团结和争取更多外部援助，尽管印
度军队的 “理念和能力与解放军至少有３０年的差距”，① 但印度的政治精英们仍不时渲染甚至制造中
国在军事、经济、地缘政治等方面对印度的 “威胁”，为此不惜维持高企的军费预算，常年把１／３左
右的重兵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部署在中印边境地区，与美、日、澳等国博势取实，把边界纠纷当成
了转移国内民怨、彰显印度国际影响力的手段，使得边界问题变成政治工具和政治博弈的棋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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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印媒：印军理念和能力与解放军差距大》，《环球时报》２０２１年６月５日。



们也要看到，国家间关系的起伏冷热，不仅是地缘政治的得失取舍，更有其深层次的思想文化渊源。
人们认为，印度是个发展中国家，跟我们有着共同的命运。这个定位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然而，印
度的政治精英还有另外一种考虑：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精英，自认为是高加索人种、婆罗门种姓，
说英语，受牛桥 （Ｏｘｂｒｉｄｇｅ）教育，是如假包换的准西方人，甚至传出尼赫鲁跟英国皇亲搞婚外精
神恋的绯闻。无独有偶，我国的东邻早年就出了个 “脱亚入欧”的。这些人从心态上俯视中国、藐
视中国。１９６２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中国打败了印军，但是没有打服印度的统治精英，由此产生的难以
名状的复杂情绪，影响了这些精英 （无论其出身如何）自那场战争结束以来近一个甲子的决策过程。
无论是从印度自身的发展需要出发，还是从地区关系和国际关系来看，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

开始曲折前行的中印关系，曾有多次机会可在急速下滑或跌入低谷后尽快重回正轨，但印度不能准
确研判形势，甚至还误判了形势，屡屡错失通过与中国友好合作、相向而行、共同发展，在国际上
提升其地位、扩大其影响的良机。作为与印度有着几千年友好交往历史的邻国，在世界 “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下，我们既要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复杂性、解决问题的长期性和中印关系发展的曲折性有
足够的心理准备，充分认识到不时制造麻烦的 “难缠”的印度将是影响中国和平发展、推动 “一带
一路”倡议的国际成本的重要因素，多方面做好预判、精准应对，也要继续保持把中印关系置于我
国 “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政策框架之内的定力，坚定信心，努力培育、发展和利用一切积
极力量，与各方一道，使中印关系重回正轨，造福于亚洲各国和世界人民。

（责任编辑：王华　温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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